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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社会分层流动研究中，教育被认为是再生产和流动的一个重要
中介机制，本文在此基础上强调早期健康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作用。利用清
华大学 2012 年“城镇化与劳动力移民”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 14 岁之前的营
养卫生状况和早期健康对成年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包括教育获得、初职
ISEI和现职 ISEI。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儿童青少年时期的营养摄入( 是
否挨饿、吃鱼肉等频率)、卫生状况(饮用水来源、厕所样式) 对成人社会经济
地位获得有显著影响，而且其效应在个体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有所变化; 早
期健康指标(成人身高)对教育获得有显著影响，对初职和现职 ISEI 无显著
效应。我们认为早期的健康投入是影响阶层再生产和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
对贫困和底层家庭的健康干预有利于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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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母亲的作用以及婴幼儿和儿童时期的经历，一代人的营

养和健康会影响下一代人的体魄、健康和寿命。同时，更好的健康
和长寿使下一代人工作更努力、工作时间更长，从而创造更多的资
源和财富，进而为再下一代人的成功与繁盛提供支持。

———Fogel ＆ Grotte( 2011)

阶层固化乃当前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 帕特南，2017; 李路路、朱
斌，2015;张明等，2016 ) 。在总结以往社会流动研究的基础上，豪特
( Hout，2015) 指出，未来研究的关键在于揭示早期生活条件和环境如
何影响个体成年后的成功与否，而非仅关注哪些个体向上流动而哪些

没有;且早期条件并非单一维度，而是囊括了多方面的综合环境。国内
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目前主要关注教育在阶层再生产中扮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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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本研究认为早期健康是另一核心要素。考察早期健康的作用能加
强我们对社会分层、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以及报酬和收入的决定因素等
特定议题的理解( Polloni，2006) 。相比于西方，国内学界对早期健康的
影响因素及其对未来发展和代际传递之影响的研究尚存明显不足( 孙

祁祥、彭晓博，2014 ) 。本研究利用回顾性报告和身高数据，分析儿童
青少年时期的营养摄入、卫生状况和早期健康对成年后社会经济地位
( SES) 获得的影响，主要回答两个问题:家庭背景对儿童青少年营养卫
生和早期健康状况的影响如何? 早期营养卫生和健康状况对成年后的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是否存在影响? 本文第一部分回顾相关文献，探讨

早期健康的长期效应及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假设;第二部分描述本研

究所使用的数据、变量和模型;第三部分考察早期营养卫生和健康状况
在代际社会经济地位传递过程中的效应; 第四部分进行简短小结和

讨论。

一、早期健康的长期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一)分层机制:教育和健康

家庭背景( 父母的特征变量) 与子代的结果变量之间存在多个影

响路径，这些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直接传递资源影响子代的
SES，如权力不平等使再分配者可以通过“寻租”等手段把资源直接传
递给子代( 陈光金，2010;刘欣，2018) ; 不同阶层占有的社会资本不同，
从而对子代的职业获得产生重要影响( 陈云松等，2014) 。二是间接传
递，即需要子代本身特质作为中介，父代的资源才能发挥作用，影响子

代的 SES获得，比如教育、健康状况等。① 在间接传递路径上，以往的
分层研究侧重教育的中介作用，相对忽视父代 SES 影响子代健康进而
影响子代成年后 SES 这一路径( Currie，2009 ) 。诸多经济学和公共卫
生研究都表明，健康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早期健康状况对成人

期的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都有显著影响 ( Case ＆ Paxson，2008;
Campbell et al．，2014; Basu，2015 ) 。调查研究显示，我国部分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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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间接传递使得“高的社会地位，并不能自动地，也不能全部地有利于出身于它的人”
( 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 33) 。



的幼儿早期营养和健康状况面临严峻挑战。如 2013 年对陕西南部几
个贫困县 351 个村庄的 1808 名婴儿的调查显示，其中 48. 8%存在贫血
问题，20%认知发展滞后，32. 3%存在精神性运动滞后问题( Luo et al．，
2015) 。这些早期健康问题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和教育获得
( Wang et al．，2016 ) ，也会对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长期影响
( Almond et al．，2010) 。由于存在健康问题，这些孩子的命运很可能在
婴幼儿和童年早期就已注定了。但国内以往研究对早期健康在社会分
层和流动中的作用关注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理论层面的忽视。
第一，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教育一直被认为是实现分层和流

动的主要中介因素。经典的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区分了先赋和自
致因素，强调子代教育( 自致因素变量) 在代际社会经济地位传递过程

中的核心地位( Blau ＆ Duncan，1967; 周怡，2009) 。在此基础上，威斯
康辛模型则重点突出了教育期望与重要他人的影响 ( Sewell et al．，
2001) 。目前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研究仍基本遵循布劳—邓肯路径分析
传统( 李路路、朱斌，2015 ) ，故而国内分层研究多聚焦于教育领域，或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教育分层占据了目前国内分层研究的主流。毋庸
置疑，现代社会中教育是获取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 ( Treiman ＆
Yip，1989;许多多，2017 ) ，也是社会成员努力获取与争夺的目标性资
源。国内已有研究发现教育不平等并未随着教育扩张有效缩减，反而
不断加剧( 郝大海，2007; 李春玲，2014 ) ; 其中不平等程度最严重的是
基础教育阶段( 吴愈晓，2013;唐俊超，2015 ) 。早期教育不平等的重要
性逐渐凸显，引起学者关注，但解释要素仍集中在家庭各类资本和父母

教养实践方面。谢宇等人对 CFPS2010 数据的分析显示，家庭经济状
况显著影响儿童能力获得，但发挥作用的主要是非物质资源，尤其是教

养方式，然而吊诡的是，教养方式并不受经济状况影响 ( Liu ＆ Xie，
2015) 。国外研究发现，儿童早期的家庭经济条件对其教育获得有重
要影响，其效应要大于儿童中期经济条件的效应( Duncan et al．，1998;
Case et al．，2002) 。但经济状况到底如何影响儿童的能力和教育获得?
其中机制依然晦暗不明，犹似“黑箱”( Currie，2009) 。除却各类资本和
教养因素外，我们认为早期健康很可能是开启“黑箱”的另一把关键
钥匙。
第二，以往的分层研究对进入教育系统前的个体先赋因素未予足

够重视，往往将其归为控制变量，早期健康也包括在内。一方面，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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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通常假设个体在出生时没有差异或完全相同，但该假定已受到遗

传社会学研究强烈质疑。遗传社会学认为社会因素产生的具体影响方
向取决于特定基因的类型和这种社会因素本身的特性 ( 胡雯等，

2012) 。另一方面，分层研究者关注的先赋因素多聚焦于父辈社会经
济地位( 如布劳—邓肯模型) ，而把一些影响个体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前
定因素归为天生“能力”、智商或基因，作为干扰变量加以控制。① 虽然
遗传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已识别出来的基因差异只能解释人类多

样性的很小一部分 ( Currie，2011 ) ，更多的依然是来自社会环境的影
响。所谓的“智商”和“能力”，有多少是基因的效应，有多少应归因于
后天环境，尚无定论。如有研究表明遗传因素仅能解释 23%的教育差
异，而家庭环境因素能解释 41% ( Nielsen ＆ Roos，2015) 。此外，基因的
效应也受环境的影响，基因是否得到表现依赖于社会环境。倘若环境
有利，存在于基因中的负面因素可能就不会在婴儿身上表现出来，反之

则会有所表现( Currie，2011 ) 。因此早期健康是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
家庭环境资源相交织的结果，其中的复杂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来揭示。
第三，近年来国内社会学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攀升，但多数仍

只是关注阶层背景对健康结果的影响( 如王甫勤，2011，2012，2017; 焦
开山，2014) ，而相对忽略了早期健康分化影响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动力
过程。大量的健康研究主要在社会因果论( social causation) 和健康选
择论( health selection) 之间展开争论。社会因果论重在探讨社会经济
不平等如何成为健康差异的根本原因 ( Warren，2009; Bird et al．，
2010) 。在职业、教育和收入这三个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中，教育被认为
是影响健康的决定性因素( Ross ＆ Mirowsky，2010; 胡安宁，2014; 洪岩
璧、陈云松，2017) 。如王甫勤( 2011 ) 从社会流动角度出发，认为代际
流动会对子代健康产生显著影响。换言之，健康仍被视为分层过程中
的结果变量，而非影响分层动态的自变量。这显然不同于教育既是自
变量，也是因变量的角色。相比之下，健康选择论强调健康状况差异对
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 Haas，2006) 。经济学家认为教育和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形式，对经济效益有重要影响( Schultz，1961 ) 。
格罗斯曼( Grossman，1972) 更是明确提出“健康资本”概念，认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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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也源自于研究者对因果关系的汲汲追求。近来应用颇广的倾向值匹配分析也正契合
了这一趋势。



是一种持续性的资本存量，能提供健康的工作时间。大量经济学研究
显示，一方面健康状况差会导致“因病致贫”，影响个体工作、收入和财
富获取;另一方面，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健康状况差会影响其认知发展和

人力资本累积( Haas，2006; Heckman，2007; 程名望等，2014 ) 。一项英
国追踪调查显示，个体身高与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及其社会流动状况

密切相关，研究者认为这反映出早期健康在阶层再生产中的影响

( Power et al．，1986) 。一项以出生体重为早期健康指标的对于挪威双
胞胎数据的分析表明，出生体重对婴儿死亡率及未来身高、智商、教育
获得和收入等都有显著影响( Black et al．，2007) 。与其他同期群相比，
由于受到大饥荒冲击，中国 1959 － 1961 年期间出生的孩子成年后文盲
率更高、就业率更低，男性结婚更晚，女性的配偶教育水平更低
( Almond et al．，2010) 。
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之间的分歧集中体现在教育与健康关系

的研究中。大量研究表明教育和健康存在相关，但两者间的因果关系
难以厘定，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Grossman，2008) 。但如果从健康的生命
历程视角出发，将其纳入阶层再生产和流动的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分歧

并非不可调和。健康既是社会分层的“果”，也是社会分层的“因”。教
育影响健康，但早期健康可能同时影响教育获得和未来健康。健康状
况随个体生命历程的发展而变化，由童年境况和成年后因素共同决定

( Strauss ＆ Thomas，1998) 。因此目前以教育为核心中介的分层与流动
分析框架存在一定的理论缺失，把健康不平等纳入社会分层框架之中，

不仅有助于解释社会因果论及健康选择论之间相互龃龉的命题和经验

证据，也可更好地理解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动态过程 ( Palloni，2006;
Palloni ＆ Milesi，2006; Haas，2006) 。在个体生命历程中，家庭背景通过
作用于子代早期健康而影响其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这是代际再

生产的重要渠道。具体而言，经验研究需要回答如下两个问题:父代社
会经济地位对早期健康是否存在影响? 早期健康是否对成年后的社会

经济地位获得存在影响?

(二)家庭背景与早期健康

早期健康状况与儿童青少年所在家庭的资源和收入水平密切相

关，而且随着儿童年龄增长，这一关系日益显著———因为很多不利条件
的损害是逐渐积累的( Case et al．，2002) 。影响个体早期健康的因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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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四个方面:家庭物质条件、教育和知识水平、负面事件带来的心
理健康问题以及胎儿期健康。
第一，家庭资源对儿童健康的影响途径主要包括医疗服务、营养摄

入水平和居住环境三个方面( Bradley ＆ Corwyn，2002) 。贫困家庭由于
物质资源匮乏，难以为儿童提供优质的医疗、足量和安全的食物，住房
条件和居住环境也常常十分简陋，不尽如人意。营养摄入水平与家庭
经济条件密切相关，营养摄入不足会导致营养不良，从而影响劳动生产

效率和收入状况( Strauss ＆ Thomas，1998)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猛
发展，民众的健康、营养摄入水平和寿命都迅速提高，但一些农村和经
济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营养摄入不足问题 ( Almond et al．，2010 ) 。
1987 － 1992 年，城市地区儿童身高的增长速度是农村地区的 5 倍，主
要原因便是营养摄入的城乡差异( Shen et al．，1996) 。我国 3 岁儿童的
体重、身高与其是否有体检、营养状况和儿童养育实践显著相关( Wu，
2011) ，在这些方面，一些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及低收入家庭的儿童
处于明显劣势，更易出现营养不良( 陈茁等，2006 ) 。居住环境中对儿
童健康影响最大的是卫生状况。首先，较差的卫生状况容易导致儿童
感染疾病，包括流感、疟疾、麻疹、痢疾等传染性流行病。在发达国家，
传染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但哮喘病、牙齿和听力疾病依然严重困扰低
阶层家庭的孩子( Currie，2009) 。在发展中国家，因疾病和卫生状况不
佳导致的腹泻是妨碍婴幼儿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 Lutter et al．，
1992) 。其次，居住环境卫生不良使得儿童更易接触有毒物质，包括空
气污染、铅中毒以及不安全食品等，低阶层家庭孩子所受的戕害往往更
严重( Currie et al．，2010; Gundersen ＆ Kreider，2009) 。若个体生活在环
境污染地区，饮用井水而非集中供水，则更易暴露于重金属污染之中

( 邹晓锦等，2008) 。
第二，贫困家庭的家长往往囿于低教育程度，健康和养育知识有

限，从而影响儿童健康( Currie ＆ Goodman，2010 ) 。调查研究显示，由
于看护人对婴幼儿照顾相关的健康和营养信息缺乏了解，我国部分农

村地区的幼儿早期营养和健康状况面临严峻挑战 ( Yue et al．，2016 ) 。
在印度，歧视女性的观念会影响女童的营养摄入和看护，从而影响其身

高和健康 ( Deaton，2008 ) 。教育被认为是一种习得有效性 ( learned
effectiveness) ，能促使人们有逻辑、有理性和全方位地思考，从而更有
效地解决各类问题，以免受焦虑和抑郁的困扰 ( Ross ＆ Mirow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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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因此，教育不仅能影响自身的健康，也会通过养育实践对子代
健康产生作用。
第三，低阶层家庭儿童往往会经历更多的负面事件，导致压力和抑

郁，从而对其社会心理健康产生冲击( Chen，2004) 。第四，儿童健康也
反映了胎儿期健康状况，除了基因的作用，胎儿健康也受到家庭社会经

济资源的影响。研究表明，贫困母亲的子女出生体重更可能偏低
( Currie ＆ Moretti，2007) ，自然灾害如大饥荒会导致怀孕母亲压力增大
和营养不良( Almond et al．，2010) ，从而影响出生婴儿健康。由此可见，
在个体生命历程早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健康会产生显著影响，低

阶层家庭出身的孩子往往健康状况不佳。

(三)早期健康发挥作用的机制

赫克曼( Heckman，2007) 提出劳动者的收入主要由其个人能力决定，
包括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和健康三个方面，并指出童年期健康通过影
响成年后健康、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形成，进而影响成年期劳动力
供给和劳动效率，决定其社会经济地位。儿童期健康状况差会导致其教
育水平低、慢性病早发，最终影响就业，严重影响收入( Haas et al．，2011) 。
英国研究显示，在7 －16岁期间遭受慢性疾病的成人受教育程度更低，更
可能失业，收入也更低( Case et al．，2005) 。对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
( CHNS) 的分析表明，在儿童期遭遇大饥荒的幸存者在身高和收入方面
都显著偏低( Chen ＆ Zhou，2007) ，童年期总体健康状况和青少年时期的
营养摄入对成年后的收入存在显著影响 ( 何青、袁燕，2014 ) 。这其中
存在两个核心影响路径，一是早期健康影响认知发展和教育获得，从而

影响职业和收入;二是成年后健康状况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传统下的大量研究揭示了教育对个体社

会经济地位获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家庭经济条件对儿童教育获得
有重要影响( Duncan et al．，1998; Case et al．，2002) ，而且随着贫困状态
的持续，后果变得愈加严重( Smith ＆ Yeung，1998) 。早期健康和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儿童
的大脑皮层发育水平，尤其是和语言、阅读、执行功能和空间技巧等认
知能力相关的区域( Noble et al．，2015) 。贫困导致低水平的学前能力，
并引发学业成绩偏低、升学失败、学校参与度低和辍学等一系列问题
( Duncan et al．，1998) 。因为贫困导致的营养不良问题会妨碍儿童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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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发展( Maluccio et al．，2006) ，听力、牙齿疾病以及心理问题都会严重
影响儿童的学习成绩和教育获得 ( Currie ＆ Goodman，2010 ) 。改革开
放初期的一个调查显示，我国儿童营养不良与日后的身体健康和认知

能力发展紧密相关( Jamison，1986 ) 。多年以后，在中国的贫困农村地
区，仍有不少孩子缺乏微量元素摄入、贫血、感染寄生虫疾病，存在视力
问题却无经济能力购置眼镜，从而严重影响其学习( Hannum ＆ Zhang，
2012;Wang et al．，2016) 。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 的分析显示，青
少年的健康状况越好，其考试成绩和认知能力越好，其自我效能感和社

会发展能力也更优越( 梁海祥，2017) 。
个体教育水平通常在一定年龄之后趋于稳定，而健康则有所不同，

前一时点的健康往往影响其后生命历程中不同时点的健康状况。儿童
青少年时期的状况会影响成年后罹患疾病的风险，其间至少存在三种

途径。一是潜伏期模式，即在某个关键时期发生的事对随后生活中的
疾病风险有长期的影响;二是累积模式，人的一生中都存在优势或劣势

的逐渐累积;三是路径模式，起点影响终点，而到达何处又会影响个体

的健康( 马默特，2008: 177) 。埃尔德( 2002 ) 在其名著《大萧条的孩子
们》中指出，儿童时期的经济受损对成年后的健康存在显著影响。美
国研究显示，10 岁时的家庭背景变量对 30 岁时的抽烟行为、健康状况
和是否肥胖都有显著影响( Conti ＆ Heckman，2010) 。童年时期健康的
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到了老年，童年健康仍然对老年健康和日常生

活自理能力有着显著效应( Haas，2008; Pakpahan et al．，2017) 。利用加
拿大某出生同期群的追踪医疗记录，柯里等人发现早期健康之所以会

显著影响成年期社会经济特征，是因为早期健康会影响之后的健康状

况，但如果某个健康事件只是短期的( 如摔断腿、受外伤等) ，一般不会
对未来产生影响( Currie et al．，2010) 。此外，还有研究发现童年期心理
健康状况对成年后教育、就业和收入的效应要大于生理健康和其他因
素的效应( Delaney ＆ Smith，2012; Lundborg et al．，2014) 。可见影响健
康的慢性累积因素对未来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至关重要 ( Case et al．，
2002) 。因此，帕罗尼( Palloni，2006) 认为早期健康状况对成年社会地
位获得的影响不亚于教育等传统因素的影响。

(四)研究策略与研究假设

研究早期健康的一个棘手之处是难以采集到被访者婴幼儿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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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健康数据，除非有长期追踪调查。① 除追踪数据之外，目前有两
种常用方法。一是让被访者直接回顾自己早期的健康状况 ( Smith et
al．，2012) 。但回溯性的自评早期健康状况往往存在较大偏误( Currie，
2009) ，因为自评健康属于主观判断，可能存在群体系统差异性( 齐亚
强，2014) 。相比之下，自我报告的早期营养卫生状况虽然可能也存在
回顾偏差，但由于是对客观状况的回忆，可靠度应该更高。二是以其他
变量作为代理指标，如以出生体重作为胎儿健康的指标 ( Currie ＆
Moretti，2007 ) ，身高作为早期健康的指标 ( Shen et al．，1996; Case ＆
Paxson，2008) 。身高指标的优势在于可以客观测量，且成人身高主要
由童年身高和青少年时期的激增所决定的，受营养摄入和疾病等因素

的影响( Bozzoli et al．，2009) ，所以成人身高较好地反映了儿童时期的
经济和公共卫生条件( Deaton，2008; Smith et al．，2012) 。虽然身高在代
际之间存在强相关，但就目前基因研究的发现而言，与身高相关的基因

仅能解释身高代际遗传性的 5%，身高代际遗传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可
能是相同的家庭环境 ( Maher，2008 ) 。因此当无法获得早期状况的直
接测量时，研究者往往使用成人身高来测量早期健康和生活条件

( Power et al．，1986; Fogel，1994; Deaton，2008; Case ＆ Paxson，2008 ) ，故
而本研究也尝试以成人身高来代理被访者的早期健康状况。
上文的讨论表明，健康在代际再生产过程中扮演了重要中介角色。

因此，本研究首先考察父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早期健康的影响，

并结合已有数据，把营养摄入和卫生状况水平作为家庭背景影响儿童

早期健康的重要渠道之一。其次，我们分析早期健康( 以身高为代理
指标) 对个体教育获得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影响。具体的研究假设
如下:

假设 1a: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14 岁时父亲 ISEI、父母教育水平、父
母户籍) 越高，早期营养卫生状况就越好。
假设 1b:早期营养卫生状况越好，早期健康状况( 身高) 就越好。
假设 2a:早期健康状况( 身高) 越好，受教育年限就越长。
假设 2b:早期健康状况( 身高) 越好，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 初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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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国内还没有可用于分析早期健康效应的大规模追踪数据，如 CFPS的追踪年限还太
短。以往利用追踪数据进行的分析存在样本量过小的问题，如何青、袁燕 ( 2014 ) 使用
CHNS数据的分析样本量仅 494 个。



ISEI和现职 ISEI) 就越高。
假设 2c:早期健康状况 ( 身高) 越好，成年后的当前健康状况就

越好。

二、数据、变量和模型

本文使用清华大学 2012 年“城镇化与劳动力移民”调查数据，共
采集了 12592 位 18 － 69 岁被访者的信息，样本覆盖了除青海、西藏和
海南以外的所有 28 个省( 市、自治区) 的 147 个区县中的 500 个村居。
村委会或居委会中样本户的抽取，采用地图地址列举法进行实地抽样。
因变量包括两类，一是个体目前社会经济地位，以现职 ISEI 分数

为指标。① 二是当前自评健康( 4 =很好，3 =好，2 =一般，1 =不好) 。
本文包括五个自变量。一是早期营养卫生状况，主要询问被访者

14 岁之前和 14 岁时的情况，包括四个测量指标。卫生状况以两个指
标来测量: 14 岁时饮用水的主要来源( 3 =集中供水系统的自来水 /购
买瓶装水，2 =井水 /泉水，1 =蓄水池 /雨水 /河水 /溪水 /池塘 /湖水及其
他) ，14 岁时使用什么样的厕所( 3 =冲洗式马桶，2 =非冲洗式马桶，
1 =其他形式，指院里或家畜圈、池塘或鱼塘、海 /湖 /溪 /河 /沟等) 。②

营养摄入以两个指标来测量: 14 岁之前是否因食物不够而挨饿( 1 =从
来没有，2 =偶尔，3 =经常) ，14 岁时吃鱼肉和奶制品的频率( 从 0 － 8
代表“从不吃”到“每天至少一次”) 。二是童年健康状况，以成年后身
高为操作化指标，为定距变量 ( 以厘米为测量单位) 。三是出身家庭
SES，测量指标包括 14 岁时父亲的职业 ISEI、③父母教育水平( 0 =没上
过学、1 =小学、2 = 初中、3 = 高中及以上) 、14 岁时父母的户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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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果被访者目前的 ISEI缺失，我们就以最后一份职业的 ISEI 替代。数据分析显示如果
直接剔除目前 ISEI缺失的个案，结果与目前的替代结果无显著差异。此外，目前 SES的
测量中我们未纳入个体收入，因为个体收入数据只有受雇于明确雇主或个体独自经营时
才较容易获得，而样本中 25%是正在务农的农民，13%以料理家务为主。这些个体都难
以清楚地报告个体收入，其个体收入都融入在家庭收入中。为了避免样本大量缩减和其
他家庭成员收入的扰动，我们遵从匿审人的建议，仅以现职 ISEI测量当前 SES。
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需要，卫生状况的两个指标按其易受污染的可能性处理成定序变
量，表 2 中这两个变量与成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梯度关系也表明这一处理并非全无根据。
由于母亲 ISEI缺失值较多( 因为很多母亲当时无工作) ，我们在模型中只放入父亲 ISEI。



( 1 =非农，0 =农村及其他) 。四是本人的教育获得( 受教育年限) 。五
是本人初职 ISEI分数。五个自变量中除家庭 SES为外生自变量外，其
余皆为内生自变量。外生的控制变量包括本人的年龄、性别 ( 1 = 男
性，0 =女性) 、族群( 1 =汉族，0 =少数民族) 。① 变量描述统计参见表
1 和表 2，变量间相关系数参见附表 1。
“清华城镇化调查”总样本量为 12592，考虑到进入和退出劳动力
市场的时间，本研究把分析对象年龄限定在 30 － 60 周岁，因此样本量
缩减为 8256。在删除存在相关变量缺失值的个案后，分析样本量为
6726，删除个案占 18. 53%。所有统计结果皆从分析样本获得。② 本研
究可看作传统地位获得模型的一个拓展，早期健康在代际再生产过程

中既是分层的结果，也是分层的原因，而一般回归分析无法考察多个变

量之间的因果和结构性关系，因此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 Pakpahan et
al．，2017;Warren，2009) ，我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考察出身家庭背景、
早期营养卫生状况、早期健康、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之间的结构关
系，使用 Amos24. 0 进行统计分析。

表 1 变量描述统计表 N =6726

变量 均值 /百分比 备注

14 岁时父亲 ISEI 23. 31( 15. 82) 取值范围 11. 74 － 85. 41

父亲教育水平
未接受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43. 03%
38. 27%
11. 30%
7. 39%

母亲教育水平
未接受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62. 96%
27. 52%
6. 13%
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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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评审人提出应把本人户口作为控制变量纳入，但本人户口与教育和初职都存在双向因果
关系，并受家庭 SES影响，并非外生控制变量，会导致非递归模型，因此我们未纳入结构
方程模型中。
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多重插补( MI) ，插补后数据的分析结果与直接删除法结果并无二致，
因此本文只报告直接删除结果。



续表 1

变量 均值 /百分比 备注 N =6726

14 岁时父亲户籍 0. 163( 0. 369) 非农 = 1，农业 = 0

14 岁时母亲户籍 0. 132( 0. 338) 非农 = 1，农业 = 0

性别 0. 506( 0. 5) 男性 = 1，女性 = 0

年龄 43. 97( 8. 67) 取值范围 30 － 60

族群 0. 913( 0. 282) 汉族 = 1，少数民族 = 0

吃鱼肉等频率 3. 398( 2. 156) 取值范围 0 － 8:“从不吃”到“每天至少一次”

身高( cm) 163. 44( 7. 89) 取值范围 110 － 197

教育年限 7. 890( 4. 249) 取值范围 0 － 19

初职 ISEI 26. 37( 16. 47) 取值范围 11. 74 － 88. 7

现职 ISEI 29. 31( 17. 81) 取值范围 11. 74 － 88. 96

当前自评健康
不好
一般
好
很好

7. 55%
29. 42%
39. 30%
23. 73%

注: ( 1) 括号内为标准差。( 2) 挨饿经历、饮用水源、厕所样式分布参见表 2 最后一列百
分比。

三、分析结果

表 2 考察了早期营养卫生、身高( 早期健康代理指标) 与成人社会
经济地位变量( 包括受教育年限、初职 ISEI和现职 ISEI) 之间的交互关
系。对于营养卫生状况中的类别变量，我们报告了成人社会经济变量
在不同营养卫生类别上的均值;对于定距变量，我们报告两组变量之间

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r。表 2 结果显示，14 岁之前从未挨饿的被访者的
教育、初职和现职 ISEI 都明显高于偶尔挨饿和经常挨饿的被访者，如
从未挨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经常挨饿者高出 3. 7 年。就饮用水来
源而言，饮用自来水 /瓶装水的被访者的社会经济变量都显著高于饮用
其他水源者;在厕所样式方面也显示了同样的趋势。14 岁时吃鱼肉等
频率、成人身高与成人社会经济地位诸变量皆显著正相关。由于这些
早期营养卫生和健康变量很可能反映了其他家庭社会经济资源的影

响，因此需要进一步控制其他变量来考察早期营养卫生和健康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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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早期营养卫生、身高与成人社会经济
变量交互关系表

变量 教育年限 初职 ISEI 现职 ISEI 样本量( % )

挨饿经历

从不 9. 48＊＊＊ 30. 61＊＊＊ 34. 32＊＊＊ 2802( 41. 66% )

偶尔 7. 56 24. 76 28. 25 2127( 31. 62% )

经常 5. 80 21. 68 22. 75 1797( 26. 72% )

饮用水来源

自来水 /瓶装水 11. 38＊＊＊ 36. 18＊＊＊ 40. 67＊＊＊ 1123( 16. 70% )

井水 /泉水 7. 28 24. 31 27. 14 4883( 72. 60% )

蓄水池及其他 6. 60 25. 06 26. 33 720( 10. 70% )

厕所样式

冲洗式马桶 11. 52＊＊＊ 38. 45＊＊＊ 42. 80＊＊＊ 700( 10. 41% )

非冲洗式马桶 7. 74 25. 67 28. 72 4771( 70. 93% )

其他形式 6. 42 22. 30 24. 03 1255( 18. 66% )

吃鱼肉等频率( r) 0. 342＊＊＊ 0. 245＊＊＊ 0. 286＊＊＊ 6726

身高( r) 0. 300＊＊＊ 0. 162＊＊＊ 0. 184＊＊＊ 6726

注:吃鱼肉等频率、身高与成人社会经济变量的关系以相关系数 r测量;表中其余数字均
为相应类别的均值，并报告 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p ＜ 0. 5; ＊＊p ＜ 0. 01; ＊＊＊p ＜ 0. 001。

为厘清早期营养卫生和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和渠道，我们进行

SEM分析。如图 1 和表 3 所示，我们以 14 岁时父亲 ISEI、父亲和母亲
教育水平、14 岁时父亲和母亲户籍作为出身家庭 SES 的测量指标，以
挨饿经历、吃鱼肉等频率、饮用水来源、厕所样式作为早期营养卫生状
况的测量指标，以现职 ISEI作为目前 SES的测量指标。在上述三个潜
变量和被访者教育年限、初职 ISEI 和当前自评健康间建立结构模型，
同时控制性别、族群、年龄三个变量对早期营养卫生、初职 ISEI、教育、
现职 ISEI和当前健康的效应。变量间的作用关系如图所示。我们设
定出身家庭 SES对现职 ISEI和健康不存在直接效应，其影响是通过早
期健康、教育和初职 ISEI来实现的。由于现职 ISEI和健康之间的因果
关系难以判定，很可能互为因果，故设定为相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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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使模型可识别，我们令早期营养卫生不影响教育获得。即使以其他模型限制来替
代，估计结果也显示从早期营养卫生到教育这一路径不显著。表 2 显示早期营养卫生与
教育获得显著相关，SEM结果说明这很可能是虚假相关，当纳入家庭 SES和身高等变量
后，两者之间的直接影响消失。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表明，该因果模型可以被接受。卡
方自由度( CMIN /df) 较大，但由于卡方与样本量密切相关，因此在本研
究所使用的大样本情况下，近似误差的均方根( RMSEA) 是较好的拟合
优度指标，如表 3 所示，RMSEA 值小于 0. 08，表示模型拟合度尚可;
NFI、TLI和 CFI值均大于 0. 9 ( 吴明隆，2010: 486 － 491 ) 。所以本模型
对数据的拟合较好。

注:椭圆形代表潜在变量，矩形代表直接测量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
和民族，对营养卫生、身高、教育、当前健康、初职 ISEI 和目前 ISEI 皆有直接
作用。

结构方程模型基本关系图

表 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N =6726

测量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14 岁时父亲 ISEI ← 家庭 SES 1. 000 — 0. 510

母亲教育水平 ← 家庭 SES 0. 054＊＊＊ 0. 002 0. 579

父亲教育水平 ← 家庭 SES 0. 062＊＊＊ 0. 002 0. 558

14 岁时父亲户籍 ← 家庭 SES 0. 028＊＊＊ 0. 001 0. 615

14 岁时母亲户籍 ← 家庭 SES 0. 026＊＊＊ 0. 001 0. 615

是否挨饿 ← 早期营养卫生 1. 000 — 0. 447

饮用水源 ← 早期营养卫生 0. 836＊＊＊ 0. 035 0. 577

厕所样式 ← 早期营养卫生 0. 738＊＊＊ 0. 034 0. 497

营养摄入 ← 早期营养卫生 2. 900＊＊＊ 0. 115 0.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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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结构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早期营养卫生 ← 家庭 SES 0. 034＊＊＊ 0. 002 0. 775

身高 ← 早期营养卫生 2. 098＊＊ 0. 757 0. 095

身高 ← 家庭 SES 0. 106＊＊＊ 0. 031 0. 108

教育年限 ← 家庭 SES 0. 334＊＊＊ 0. 012 0. 645

教育年限 ← 身高 0. 020* 0. 008 0. 038

初职 ISEI ← 家庭 SES 0. 518＊＊＊ 0. 081 0. 255

初职 ISEI ← 身高 － 0. 003 0. 031 － 0. 001

初职 ISEI ← 早期营养卫生 0. 093 1. 418 0. 002

初职 ISEI ← 教育年限 1. 275＊＊＊ 0. 079 0. 326

现职 ISEI ← 身高 0. 023 0. 028 0. 011

现职 ISEI ← 早期营养卫生 6. 647＊＊＊ 1. 110 0. 134

现职 ISEI ← 教育年限 0. 696＊＊＊ 0. 061 0. 165

现职 ISEI ← 初职 ISEI 0. 563＊＊＊ 0. 011 0. 522

当前自评健康 ← 身高 0. 017＊＊＊ 0. 002 0. 150

当前自评健康 ← 早期营养卫生 0. 179＊＊＊ 0. 053 0. 072

当前自评健康 ← 教育年限 0. 009* 0. 004 0. 042

当前自评健康 ← 初职 ISEI 0. 000 0. 001 － 0. 003

CMIN = 1463. 44，df = 67，CMIN /df = 21. 8
RMSEA = 0. 056，NFI = 0. 965，TLI = 0. 933，
CFI = 0. 967

路径 效应

家庭 SES→营养卫生→现职 ISEI 0. 775 × 0. 134 = 0. 104

家庭 SES→营养卫生→身高→教育→现
职 ISEI

0. 775 × 0. 095 × 0. 038 × 0. 165 = 0. 0005

家庭 SES→营养卫生→身高→教育→初职
ISEI→现职 ISEI

0. 775 × 0. 095 × 0. 038 × 0. 326 × 0. 522
=0. 0005

家庭 SES→身高→教育→现职 ISEI 0. 108 × 0. 038 × 0. 165 = 0. 0006

家庭 SES→身高→教育→初职 ISEI→现
职 ISEI

0. 108 × 0. 038 × 0. 326 × 0. 522 = 0. 0007

家庭 SES→初职 ISEI→现职 ISEI 0. 255 × 0. 522 = 0. 133

家庭 SES→教育→现职 ISEI 0. 645 × 0. 165 = 0. 106

家庭 SES→教育→初职 ISEI→现职 ISEI 0. 645 × 0. 326 × 0. 522 = 0. 110

注: ( 1) 控制变量( 本人性别、年龄、民族) 对营养卫生、身高、教育、初职 ISEI 和现职 ISEI
的效应系数请参见附表 2。( 2) #p ＜ 0. 1，* p ＜ 0. 5，＊＊p ＜ 0. 01，＊＊＊p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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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 所示，第一部分的测量模型结果说明我们所选择的指标都
与所欲测量的潜变量显著相关。第二部分的结构模型结果显示，早期
营养卫生状况和早期健康是代际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渠道。第一，出身
家庭 SES对被访者早期营养卫生状况和身高都有显著影响。家庭 SES
对身高的影响中，约有 40. 5% ( =［0. 775 × 0. 095］/［0. 775 × 0. 095 +
0. 108］) 来自早期营养卫生的效应。因此假设 1a和 1b都得到了验证。
第二，我们看到身高对教育年限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身高增加 10 厘米，
教育年限增加 0. 20 年，假设 2a得到验证。第三，身高和早期营养卫生
都对初职 ISEI无显著效应，初职的获得主要受家庭 SES 和教育水平的
影响。身高的影响只能通过教育发挥作用。第四，早期营养卫生对现
职 ISEI的作用非常显著，但身高无显著影响。从标准化系数来看，早
期营养卫生对现职 ISEI的效应接近教育的效应，约为初职 ISEI效应的
1 /4。假设 2b未得到验证，以身高为指标的早期健康对初职 ISEI 和现
职 ISEI均无显著影响。第五，当前自评健康受早期营养卫生和身高的
影响较大，两者约为教育效应的 5 倍多，而初职 ISEI 无显著影响，假设
2c得到验证。
表 3 的第三部分显示了出身家庭 SES 对现职 ISEI 的影响路径。

可见，通过早期营养卫生和身高对现职 ISEI的影响占家庭 SES 总影响
的 23. 3%左右，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 SES通过营养卫生而直接作用于
现职 ISEI的路径，占 22. 9%。通过教育的直接效应与通过初职 ISEI
的直接效应接近，分别占 23. 3%和 29. 2%。纳入教育和初职 ISEI 的
混合间接效应 ( 24. 2% ) 。由此可见，代际社会经济地位传递过程中
3 /4左右效应通过传统的教育和初职路径( 即布劳—邓肯模型路径) 发
挥作用，而早期营养卫生和健康路径的作用占 1 /4 左右。
早期营养卫生和身高对初职获得无明显作用，但早期营养卫生对

现职 ISEI 却有显著影响。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Case et al．，
2002) ，表明随着生命历程的展开，早期健康对成年社会经济地位的影
响逐渐增大。我们认为这一滞后影响的原因乃是个体成人初期的健康
状况普遍较好，之后便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分化。清华样本中 25 － 30
岁被访者中自评健康状况不好的比例仅为 0. 94%，自评好或很好的比
例占 80. 5% ;在 31 － 40 岁被访者中自评健康不好的比例为 3. 59%，自
评好或很好的比例为 73. 2% ; 在 41 － 60 岁被访者中自评健康不好的
比例上升到 10. 7%，自评好或很好的比例下降到 55. 9%。这颇契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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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特( 2008: 177) 所总结的潜伏期模式，个体初入劳动力市场时，早期
健康的影响隐而不彰，而随着年龄日增，早期健康的影响逐渐凸显，不

少西方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 ( 如 Haas，2008; Currie et al．，2010;
Pakpahan et al．，2017) 。
对当前自评健康影响因素的效应分析也倾向于支持健康选择论。

初职地位对当前自评健康无显著影响，教育的效应也远不及早期营养

卫生和身高的作用。当然这并非是要摒弃社会因果论，教育对当前自
评健康依然具有显著正效应，这也从一个侧面支持了罗斯等人的观点，

即在职业、收入和教育三变量中，影响健康的决定性因素是教育( Ross
＆ Mirowsky，2010) 。因此，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我们认为出身家庭
背景会显著影响个体的早期营养卫生和健康状况，早期健康会影响个

体教育获得，但对初职获得影响甚微，其影响在成人初期处于蛰伏状

态;由于累积效应，随着年龄增长，个体间健康分化加剧，早期健康开始

发挥其威力，通过当前健康对个体的职业获得产生显著影响。

四、总结与讨论

国内以往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多聚焦于教育，健康不平等研究

也侧重探讨成人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即马默特所说的“地位
综合症”。本研究则把健康纳入代际阶层再生产过程中来考察，认为
儿童青少年时期的营养卫生和早期健康状况会对成年社会经济地位产

生持续长久的影响，早期健康差异是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的形成与

维持的重要机制。
对清华“城镇化与劳动力移民”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健

康和教育是代际再生产的两个重要途径，且两者的影响在个体不同的

生命历程阶段有所起伏。第一，家庭阶层背景对早期营养卫生状况和
早期健康( 以身高为代理指标) 具有显著正影响。第二，早期健康对教
育获得有显著影响。第三，早期营养卫生和早期健康对初职获得无显
著影响，但早期营养卫生对现职 ISEI 有显著影响，幅度与教育的直接
效应相当。在初职获得时，个体处于青壮年，健康状况普遍良好，职业
获得主要受家庭 SES和个体教育水平影响，早期健康的影响通过教育
发挥作用。随着年龄增长，个体间健康差异出现分化，早期健康逐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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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潜伏状态，对个体职业地位和收入产生显著影响。健康和教育获得
都存在累积效应，但两者的累积时效存在明显差异。社会成员到达特
定年龄后教育获得一般趋于稳定，变动甚少;而健康的累积效应则会持

续到个体退出劳动力市场，直至死亡，从早期健康指标对当前健康的显

著影响可见一斑。这是早期健康存在长期稳定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虽说管窥蠡测实属无奈，西方文献中经常使用的成人身高能否较

好代理早期健康依然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在缺乏早期健康直接客观测
量时，早期营养卫生状况可能是一个有益的补充测量。
把健康不平等纳入社会分层的动态过程中有助于消除以往文献中

健康选择论和社会因果论之间的争论。王甫勤( 2011 ) 认为总体上社
会因果论在中国更具有解释力，但也发现就非体力工人和体力工人之

间的健康梯度而言，健康选择论更有解释力，即不同理论可能存在群体

适用性。我们则认为这两个理论的经验证据之所以存在分歧，其根源
在于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因个体生命历程的阶段不同而有所差

异。在个体生命历程早期，社会因果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对早期健康具有决定性影响。当个体进入成年期，步入劳动力
市场之后，健康选择论的解释力日趋增强。因此，从社会分层的动态过
程来看，健康选择论和社会因果论都具有解释力。社会分层和流动研
究不应仅把健康看作分层的结果，而需探究健康在分层动力机制中所

发挥的作用。这不仅可拓展分层研究的视域，亦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社
会分层和流动现象的理解。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早期营养卫生和健康在阶层再生产

中的作用约相当于传统教育途径的 1 /2，因此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
中，早期健康及其影响因素不可忽略。如若在理论层面不重视早期健
康在分层过程中的作用，而仅聚焦于教育，则有可能导致谴责“受害
者”的现象。倘若底层家庭的孩子早期健康状况差，而影响其发育和
认知发展，即使获得了与优势阶层子女同等的入学机会，也往往会在激

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此时，社会往往会把失败归咎于个人特征，如智
商、努力程度等，这显然不利于缓解“阶层固化”和提升社会公平。虽
然儿童早期健康遭受的冲击对未来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但这并不意

味着这一破坏性影响是永恒的或不可补救的，很多政策措施可以弥补

这些冲击的负面影响( Almond ＆ Currie，2011) 。已有研究发现，代际健
康传递存在地区异质性，如印尼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代际健康关联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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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Almond et al．，2012; Kim et al．，2015) ，而澳洲发达的社会保护制度
消除了母亲精神健康状况对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状况的影响 ( Le ＆
Nguyen，2015) 。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等口号甚嚣尘上的中国
社会，如何有效降低早期健康不平等不仅有利于提升未来劳动力的素

质和生产效率，也可一定程度上减缓舆论所关注的“阶层固化”现象。
第一，实行“营养补给计划”( 如“营养午餐”) 对于较低阶层的孕妇与
儿童很有必要，提升弱势群体子女的早期营养摄入有利于降低未来的

教育和社会不平等。国外研究显示，类似的营养补充计划能显著改善
婴幼儿的健康状况和儿童未来的能力发展 ( Habicht et al．，1995;
Campbell et al．，2014) 。第二，如何提高弱势群体和较低阶层家庭的卫
生状况和卫生习惯也是重要的干预措施。第三，仅仅提高贫困儿童的
医疗服务是不够的，提升儿童健康的一个方法是不仅治疗个体的疾病，

同时也改善整个家庭的状况( 桑特洛克，2009: 132) 。
本研究存在如下不足和有待改进之处:一是早期健康测量问题难

以回避。这不仅需要高质量的数据收集，也需要探讨代际遗传因素和
家庭社会经济资源对健康的影响比重问题。二是在横截面数据中，较
早同期群往往无法捕捉因健康问题而早夭者，但这只会低估早期健康

对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效应 ( Haas，2006 ) ，不足以挑战本文的
结论。三是内生性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父母的教育等社会经济
地位变量一定程度上包含了遗传的能力因素，但并非好的代理变量，因

为可能是遗传基因同时影响了父母和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四是
家庭背景变量的控制问题。营养卫生变量可能反映了所控制的家庭变
量之外的收入状况，但在横截面调查数据中难以采集童年时期的家庭

收入数据。我们期待未来能获得更丰富优质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以揭
示个体早期健康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复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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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rvice outsourcing． Moreover，limited rights of governance and its consequences
are not confined to the purchase of public services at the local level，but prevalent in
other areas of publ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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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from poor and disadvantaged families are necessary． It will benefit childr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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